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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１９８３年我国确立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以来，分别经历了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三次重要的大规

模调整。１９９６年，由于财政原因，政府将退税率降低为３％、６％和９％。１９９７年，因为亚洲经济危机造成

我国出口大幅度下降，政府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逐步将出口商品综合退税率由６％提高到１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１３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从１５．１１％降至

１２．１１％，并由中央承担改为中央、地方共同分担。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白重恩　王　鑫　钟笑寒

摘　要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中国大规模下调了出口退税率。本

文运用倍差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对出口退税率降低引起的

出口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下调对易引起贸

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负影响显著，对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

型”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负影响不显著。对政策动态影响和对多次政

策调整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本文据此认为该项政策部分

而非全部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关键词　出口退税，出口增长率，倍差法

一、导　　言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海关总署发布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

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７］９０号）（以下简称 《通知》）。该项政策自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日起实施，共涉及２８３１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的３７％。涉及商

品中，平均退税率降低约５．８７个百分点，其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

产品 （以下或简称 “三高”产品）平均降低１１．０６个百分点，易引起贸易摩

擦的商品 （以下或简称 “摩擦”商品）平均降低５．１０个百分点。与以往历次

调整１相比，本次调整的政策目标明确指向控制出口过快增长和调整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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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两个方面。２

２ “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

的突出矛盾，同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答记者问》，见北大法

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ｌａ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
３ 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在《注释和补充规定》（附件９）中规定“免征某项出口产品的关税，免征相同产品供

内销时必须缴纳的国内税，或退还与缴纳数量相当的关税或国内税，不能视为一种补贴”。ＧＡＴＴ东京

回合拟订的《补贴和反补贴守则》中的“出口补贴示例清单”中详细列举了出口补贴的１２种形式，其中规

定：“对于出口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间接税的免除和退还超过对于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多征

收的间接税”的部分，才视为出口补贴。世贸组织（ＷＴＯ）不仅继承了ＧＡＴＴ的有关规定，而且其《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附件２）中明确指出“间接税减让表允许对出口产品生产投入消耗的前阶段累计间

接税实行豁免、减免或延期”。（罗丙志，２００１）

本文针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出口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借以评价

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出口退税是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

通环节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纳税额，是国际贸易中通

常采用并为各国接受的、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公平竞争的一种税收措

施，也是一国进行出口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王文清，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关于出口

退税调整对出口的影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１９８０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１２．５４％，２００６

年达到了至今为止的最高值６６．５２％。２００７年之后虽然略有下降，但仍处于

６０％左右的水平。外贸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另

一方面，长期的贸易顺差也导致了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

策 （主要是汇率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产权保护政策等）越来越引起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关注。出口退税是 ＷＴＯ框架内许可的贸易政策３，也是近年来我

国频繁使用的贸易政策。除了本文着重关注的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进行的政策

调整之外，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先后７次调

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外，随着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比重过大的问题

日益凸显，而对外贸易政策 （包括出口退税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较为倚重

的调节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政策工具。

出口退税对于出口量影响最早的理论文献可以追溯到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１９９２）

的文章。在对于中国的理论研究方面，Ｃｈ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１）以及Ｃｈａｏ犲狋犪犾．

（２００６）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对于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退税增加了使用这

些产品进行出口加工的企业的出口量。Ｃｈｅｎ犲狋犪犾． （２００６）建立了一个古诺

竞争的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之相似，马捷和李飞 （２００８）建

立的国际多市场寡头模型也说明出口退税增加了出口量。此外，这些文献也

讨论了出口退税对于一国整体福利的影响，得出了影响不确定的理论结论。

在对于中国的经验研究方面，Ｃｈａｏ犲狋犪犾． （２００１）利用一个长期均衡的

出口需求模型，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间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有显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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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Ｃｈ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６）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出口退税 （包括

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关税和增值税退税）对于各部门出口量的影响，发现这

一政策一般来讲促进了出口，但也存在部门之间的差异。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６）

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的宏观数据进行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序相关度检验发现了退税政

策对于出口的显著正影响。在国内的经验研究中，陈平和黄健梅 （２００３）利

用基于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宏观数据的ＥＣＭ模型和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出口退税较大的

９个省份的平行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出口退税政策对

出口有较为显著促进作用。谢建国和陈莉莉 （２００８）利用中国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

数据，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量和分类别的影响，发

现出口退税能够促进总量增加，但出口关税退还和出口增值税退还的作用效

果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隆国强 （１９９８）、李万甫和马衍伟 （２０００）认为出口

退税率的调整同汇率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是一致的，他们利用汇率和出口额

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口额对汇率的弹性，借此估计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额的

影响。其他研究还包括万莹 （２００７）、白胜玲和崔霞 （２００９）等。这些研究存

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大多利用宏观数据 （年度总量），样本量小，所采

用的时间序列方法难以直接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量的因果关系 （Ｃｈａｏ

犲狋犪犾．，２００１；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６；陈平和黄健梅，２００３）。第二，由于出口退

税率数据存在部门差异而难以衡量，这些研究都是以出口退税额 （而非退税

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出口退税额等于出口量乘以综合退税率，即使退税

率不变化，出口量和出口退税额也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回归结果不足以说明

出口退税率对出口量的影响。目前唯一采取分类别的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研

究的是王孝松等 （２０１０）的文章。他们用倍差法研究了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９

年５月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进行了７次出口退税率上调，认为

该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增长率。４

４ 本文与之有如下几点不同：（１）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上，本文选择退税政策改变的所有出口商品

（章，即 ＨＳ４）为实验组，退税政策未改变的商品为对照组；王文以对美出口纺织品中退税率上调的商品

（章，以及更细的 ＨＳ１０分类）为实验组，退税率未上调的商品为对照组。（２）考虑的政策事件不同，本文

重在２００７年７月的一次性调整，王文重在２００８年７月到２００９年５月的多次调整。（３）在控制变量选择

上有所不同。本文选择了月份哑变量、年份哑变量和（大）类别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而王文只选择了相

应各类商品滞后一期的对美出口额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将倍差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引入到分析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

口额的影响的研究中来。考虑到历次的出口退税率调整都是选择部分商品调

低或者调高其出口退税率，这自然构成了采用倍差法的条件，未调整出口退

税率的商品可以作为控制组，而调整出口退税率的商品作为实验组，通过倍

差法观察两类商品出口额变化的差别，进而可以观察到出口退税率对出口额

的影响。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政策调整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验

环境：首先，在这个政策调整的时间附近，有接近两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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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情况 （之前一次为２００６年９月，之后一次为２００８

年８月），也没有发生大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因而有助于在时间上识别其政策

效果。其次，这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涉及了约２／３的章的商品５，用倍差法时

控制组和实验组样本数量相对平均，二者对比的统计效力较高。再次，这次

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的商品被明确分为了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

和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两类，有助于我们研究出口退税对不同商品出口额

的不同影响。

５ 按出口商品四位代码分类。

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下调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

长率负影响显著，对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负影响

不显著。使用倍差法的主要担心是实验组商品 （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商品）和

控制组商品 （出口退税率未变动的商品）毕竟属于不同类商品，即便没有退

税率调整的政策发生，两类商品出口额增长率有可能随时间变化。为此，我

们采取了反事实检验，即在没有发生政策调整的时间段内考察假想的政策调

整点，是否也会发现同样的政策效应，结果并非如此。此外，我们考察窗宽

不同对结果的影响，并尝试引入相邻的涉及不同退税商品的政策调整，得出

的结论都支持主回归中的结果。总体来看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下文中，第二部分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退税率变动对于出口的

影响，第三部分引入 “倍差法”计量模型，并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和处理

方法，第四部分是对模型的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是若干的稳健性检验，第六

部分是结论。

二、理　　论

出口退税政策是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 （或免征）在国内各生产和流通环

节所 （需）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本文重点关注增值税的退税。增值税是

对企业销售收入减去其购买原材料等成本后的增加值 （或 “毛”利润）征税。

退税额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退税率和计税依据———实际就是二者的乘积。

虽然本文关注退税率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计税依据的不同可能引起退

税率对出口量影响的差异。理想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出口货物本身免征最

后这一环节的增值税，则退税的计税依据应该是出口企业购买中间投入所缴

纳的增值税 （又称进项税），这是因为进项税额的计税依据是中间投入的购买

支出，它恰好等于出口货物在除出口企业以外的国内各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产

生的增加值。此外，理想的退税率也应该等于增值税的征税率，实现出口退

税的 “零税率原则”。但在出口退税的实践中，一方面，由于中国从事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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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企业种类繁多 （包括外贸企业、生产企业、特殊贸易和特准企业等），计

税的依据依企业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退税率通常也不等于征

税率 （但小于或等于征税率，以避免造成实际上的出口补贴而违反 ＷＴＯ的

基本原则），而是可以由政府 “相机抉择”，以达到调节出口量的目的。正如

王文清 （２００８）前言中所称的：“出口退税政策不同于其他税收政策，它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并且相对独立，比一般的税收政策更为复杂、更为专业。”

基于出口退税政策特殊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加以

分析。与已有的理论文献不同，模型将关注出口退税 （率）政策变动对于出

口量的影响，以及决定这一影响大小的若干基本因素。我们还试图分析不同

的计税依据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退税率虽然可以增

加出口额，但其影响的大小并不确定。这就需要进行经验检验。

６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６）假设一单位中间投入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完全互补生产函数，Ｃｈａｏ犲狋犪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也是引入一个以中间产品和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互补生产函数，而中间产品又是由一个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生产。马捷和李飞（２００８）假设了一个二次多项式的成本函数。
７ 此处假定外国政府不对进口商品征税。即使征税，只要固定不变，不会对我们的分析有本质的影响。

为了更集中考虑出口国单个企业所受退税政策影响，我们假定企业处于

一个竞争性市场当中 （相当于国际贸易中的 “小国模型”），而忽略了出口国

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所进行的策略性互动 （如产量或价

格竞争）（马捷和李飞，２００８；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６），我们认为，这些互动产

生的影响相比于本文讨论的因素而言，应该是一种次级的影响。同时，相比

于已有文献，我们考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生产函数，而不是引入一个特殊形

式的生产函数６，使得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更具一般性。

考虑一个典型的企业，产品狔全部出口，有两种投入品狓１ 和狓２。狓１ 的

价值不属于企业增加值，例如原材料等中间投入；狓２ 属于企业增加值，例如

资本和劳动力。如上所言，理论模型的建立将依计税依据的不同而不同。一

种比较自然的计税依据是：首先，对出口商品免征增值税，然后对企业在购

买中间投入 （狓１）环节所缴纳的增值税进行 （部分或全部）退税。则企业的

利润最大化问题写成

Ｍａｘ：狆狔－（１＋狋－狊）狆１狓１－狆２狓２，

ｓ．ｔ．　狔≤犳（狓１，狓２）， （１）

这里狆表示产品市场上买者 （即国外消费者）支付的 （含税）价格７，狆１ 是原

材料市场卖者 （即上游企业）得到的 （不含税）价格，狆２ 是其他投入品的价

格，狋为增值税税率，狊为退税率，０＜狊＜狋，犳（·，·）是企业的生产函数，满

足犳１，犳２＞０，犳１１＜０，犳１１犳２２－（犳１２）
２
＞０。其中后两个不等式保证生产函数是严

格凹函数，保证上述优化问题的解存在。这里假定价格狆，狆１ 和狆２ 均是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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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企业在投入和产出 （出口）市场上都是价格接受的。进一步的，上游

企业得到的价格不随税率改变，本企业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８下面也会讨论

改变这一假定带来的影响。

８ 对于我们的“小国模型”而言，这些假设是合理的。此外，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不受退税率影响也可

能是因为价格刚性，这在我们经验部分集中考察的短期也应该成立。
９ 该方法目前已被“免、抵、退”替代而停止执行。但二者的计税依据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在“免、抵、退”

方法下，企业无需先纳税，而是由政府征收或退给增值税率与退税率的差额，或抵消企业其他应纳税款。
１０ 不难验证，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要素之间完全互补的生产函数（犳（狓１，狓２）＝ｍｉｎ｛狓１／犪，狓２／犫｝）和完

全替代的生产函数（犳（狓１，狓２）＝犪狓１＋犫狓２）都满足上述条件（这里犪，犫＞０为常数）。

不过，还存在另外一种计税依据。即：首先对出口货物按一定税率征收

增值税 （称为销项税），并扣除以企业购买中间投入所缴纳的全部增值税；然

后再按一定税率退税。这被称为 “先征后退”的方法。９此时，企业的目标函

数变为

狆狔－
狋
１＋狋

狆狔－狋狆１狓（ ）１ ＋ 狊
１＋狋

狆狔－（１＋狋）狆１狓１－狆２狓２， （２）

这一方式需要先征收增值税 狋
１＋狋
狆狔－狋狆１狓１，其中狋狆１狓１ 为进项税扣除；然后

按照退税率狊退给企业
狊
１＋狋
狆狔。这一目标函数进一步变形为

（１－狋＋狊）狆狔－狆１狓１－狆２狓２， （３）

这里利用了１＋狊
１＋狋

≈１＋狊－狋。可以证明，根据不同计税依据建立的模型所得出

的分析结果是类似的。我们将在附录２中讨论后一种模型分析的结果。以下

仍集中在第一种设定方式。

可以证明下列命题 （证明见附录１）：

命题　退税率狊上升：（１）必然导致中间投入狓１ 增加； （２）进一步的，

如果企业的最优产出和投入满足犳１（－犳２２）＋犳２犳１２＞０，则必然导致企业的产

出狔上升。（３）进一步的，如果最优点满足犳１２＞０，则必然导致其他投入狓２

也上升。

这里提出的生产函数的条件是很一般的，特别的，如果犳１２＞０，则上述

条件必然满足。１０因此这一结论通常是成立的。命题的直观解释是：当企业享

受了对于中间投入所征增值税的退税后，其中间投入的 “价格”下降，从而

刺激企业增加中间投入，甚至增加了其他投入的使用量，最终导致产出增加。

从证明过程中还可以归纳一些影响出口退税对于产出影响大小的因素。

首先是中间投入与产出的相对价格 狆１（ ）狆 ，相对价格越高，产出上升越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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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来说，由于退税是按中间投入的价值来进行的，中间投入价格相对越高，

退税的金额就越大，企业享受到的成本节约就越大，激励企业更多地增加生

产。其次就是生产函数的形状。这个影响比较复杂，难以给出理论上的准确

预测。不过，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投入的边际产量（犳１，犳２）越大，产出上升越

大。这是因为此时单位投入增加导致的产量上升越大。

下面讨论改变对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假设带来的影响。考虑两种情形。

一是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对价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相当于企业面对的需求

曲线 （以及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下降———变得更陡峭。这会使得由于退税

率下降带来的既定 （边际）成本下降引起的产量上升减少。极端的，考虑企

业面对完全无弹性的产品市场需求，企业最终的产量不会改变，即退税率没

有影响。这意味着企业市场势力的增长减弱了出口退税对于出口量的促进

效应。

二是企业在原材料市场具有价格影响力。则企业面对的原材料市场的供

给弹性也在下降。这同时意味着企业可以将税收负担 （同时也将退税的好处）

更多地转移给上游企业，这也会削弱退税带来的激励作用。为理解这一点，

考虑极端情况，即企业面对完全无弹性的原材料市场供给。此时，上游企业

完全承担税收负担 （和退税好处），企业面对不变的中间投入品价格，则退税

政策不会导致企业改变中间投入 （狓１）数量。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也无法

改变这一数量———因为供给完全无弹性。退税政策不会刺激产出增加。

最后，在将对单个企业的分析推广到行业时，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整个

行业的出口受到退税率变动的影响：行业是否存在进入障碍。存在进入障碍

时，由于退税率下降无法鼓励企业进入，其产生的产出扩张效应就会比较小。

反之在进入和退出比较自由时，则影响较大。

上述理论分析足以表明，虽然退税率变动对于产出和出口有正的效应，

但其大小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企业的生产函数、产品和投入品的市场环境

等。影响幅度如何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为倍差法。为了理解 “倍差法”的基本想法，

我们先从所谓的 “单差法”说起。就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影响这一问题而

言，“单差法”就是比较出口退税率降低前后受该变动影响的商品出口的变

化。但是，“单差法”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常并非只有出口退税率一

个因素在这段时间内影响出口，时间趋势或季节性特征、汇率变动、国际市

场价格变动等都是影响出口的潜在因素，忽略这些变量可能造成估计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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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计量方法主要通过将这些因素尽可能引入计量方程中加以控制来解决，

但这对数据的可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新变量的加入 （如汇率）可能

引入新的内生性问题。 “倍差法”提供了解决 “其他条件不变”的另一种思

路。它借鉴了科学实验的一般原理，要求除实验组外，存在一个控制组，控

制组除了未受到实验组考察的因素影响之外，受到和实验组相同的其他所有

因素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利用对照组在出口退税率降低前后出口的变化来估

计除 “出口退税率降低”外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

变动前后出口变动之差 （即所谓 “倍差”）就可以表示 “出口退税率降低”对

出口产生的影响。

具体来说，运用 “倍差法”估计出口退税变动对出口影响的计量方程

如下：

犢犻狋 ＝β０＋β１×犜狋＋β２×犌犻＋β３×（犜狋×犌犻）＋γ犡犻狋＋狌犻狋， （４）

此处，下标犻表示出口商品类别，狋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犢犻狋为待考察的受政

策影响变量。解释变量犜狋 是一个时间哑变量，出口退税政策实施之后为１，

之前为０，其系数β１ 衡量了退税政策变动前后其他因素对控制组商品出口的

影响。犌犻是一个商品分类哑变量，商品犻属于退税政策调整针对的商品类别

则为１，否则为０，其系数β２ 衡量了退税政策调整所针对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

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别。交叉项犜狋×犌犻被称为 “倍差法”估计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其系数β３ 反映了退税政策调整对出口影响的大小，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当β３ 显著为负时，就可以认为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产

生了显著的负影响。犡犻狋为其他控制变量，虽然 “倍差法”的运用减少了引入

控制变量的必要性，但仍有理由认为一些变量的影响可能无法消除。

１１ 本文尝试以出口额（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与出口增长率相似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

下面对本文回归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加以说明。本文采用出口增长率而非

出口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犢犻狋）。这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中国自加入 ＷＴＯ以

来，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因此降低退税率的政策本身不太可能完全逆转

这一态势，而只能抑制增长速度———政策者的初衷也是如此。二是出口额本

身具有随时间增长的趋势，是非平稳序列，可能导致伪回归，而出口增长率

（月同比数据）去除了这一趋势，一般来说是平稳序列。１１时间哑变量 （犜狋）在

２００７年７月政策出台后为１，之前为０。分类变量 （犌犻）在回归中根据问题需

要有三种分类方式：第一种，以出口退税率降低的所有商品类别为实验组

（犌犻＝１）；第二种，以出口退税率降低且主要为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

的商品类别为实验组；第三种，以出口退税率降低且主要为易引起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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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类别为实验组。１２对照组 （犌犻＝０）均为出口退税率未变化的商品类别。

在控制变量 （犡犻狋）方面，鉴于出口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加入了月份哑变量进

行控制；汇率及国际宏观经济波动等对所有出口商品有共同影响的随时间变

化的变量则希望在年份哑变量中得以控制；此外，为了控制不同产品之间固

有的出口变动差异性，加入了类别哑变量。１３

１２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和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划分依据是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就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答记者问》（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ｌａ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

ｃｏｍ）中提到的对这两类商品的分类方式：“这次政策调整共涉及２８３１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

总数的３７％，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取消了５５３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

税，主要包括：濒危动物、植物及其制品，盐、溶剂油、水泥、液化丙烷、液化丁烷、液化石油气等矿产品，肥

料，氯和染料等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除外），金属碳化物和活性炭产品，皮革，部分木板和一次性木制

品，一般普炭焊管产品（石油套管除外），非合金铝制条杆等简单有色金属加工产品，以及分段船舶和非机

动船舶。二是降低了２２６８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植物油，部分化学品，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箱包，其他皮革毛皮制品，纸制品，服装，鞋帽、雨伞、羽毛制品，部分石料、陶瓷、玻

璃、珍珠、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部分钢铁制品，其他贱金属及其制品，刨床、插床、切割机、拉床，柴油机、

泵、风扇、排气阀门及零件、回转炉、焦炉、缝纫机、订书机、高尔夫球车、雪地车、摩托车、自行车、挂车、升

降器及其零件、龙头、钎焊机器，家具，钟表、玩具和其他杂项制品，部分木制品，以及粘胶纤维。三是将

１０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主要包括：花生果仁、油画、雕饰板、邮票和印花税票。”同时包

含两类商品的章被我们排除，不含于任一类中，以避免交互影响。
１３ 《中国关税税则（２００７）》包含９８个章，章之上的分类单位为类，共分２２个类，即以此作为类别哑变量。
１４ 《通知》获取自：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１５ 由于退税改免税的商品仅有１１项，并且退税改免税对商品实际税率的影响难以估计，因此在本文中未

考察这一类变动的影响。

（二）数据

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名称和降低幅度的数据来自上述 《通知》１４。出口

退税率变动包括取消退税 （即退税率降至０）、降低退税和退税改免税三种情

形１５ （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７月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概述

调整方式 商品类别
退税率降低百分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观测数

取消退税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ａ １１．０６１ ３．１５０ １３ ５ ６５４

降低退税　 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ｂ ５．１０２ ２．８５９ ８ ２ ４５４６

退税改免税 ＮＡｃ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１

合计　　　 ５．８５１ ３．５０７ １３ ２ ５２１１

　　ａ．包括：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盐和水泥等矿产品、肥料和染料等化工产品、金属碳化物和活性炭产

品、皮革、部分木板和一次性木制品、一般普炭焊管产品、非合金铝制条杆等简单有色金属加工产品，以及

分段船舶和非机动船舶。

ｂ．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纸制品、植物油、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部分石料和陶瓷及其制品、

部分钢铁制品、焦炉和摩托车等低附加值机电产品、家具，以及粘胶纤维。

ｃ．包括：花生果仁、油画、雕饰板、邮票和印花税票。

本文研究针对的退税 （或不退税）商品是以 《中国关税税则 （２００７）》中

章作为分类 （样本）单位。我国的海关商品编码 （ＨＳ编码）一般是１０位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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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位表示商品的类，第３位、第４位表示商品的章，到第１０位基本上就确

定了商品的品目，部分情况会出现１２位码。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没有采用

ＨＳ１０的数据，而是采用了 ＨＳ４ （即按章分的数据），原因有四点：第一，

商品的分类越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就越强，控制组就越有可能受

到调低出口退税率政策的影响，从而使得倍差法的条件不满足。第二，２００７

年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大都是将某一章下面的大部分产品退税率一并调整，因

此也不必要将数据细化到每一个品目商品的出口数据。第三，已有的外文文

献中常常使用的也是ＨＳ４的数据，虽然美国的４位码分类要比我国细一些。

考虑到采用更细的数据除了增加观测值的数量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反

而会给倍差法的使用带来麻烦，因此我们采用了 ＨＳ４ （即按章分的数据）的

数据。第四，章数据也是从公开统计资料中能够得到的最细分类的出口数据。

１６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海关统计月刊》，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 第７７章在所有资料中均缺失。
１８ 起点选在２００６年９月，是因为之前还有其他的退税率调整政策，终点选择２００８年６月，是由于之后受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政府开始频繁调高出口退税率。

数据来源于 《中国海关统计月刊》１６，《中国海关统计月刊》提供了９８个

章１７商品出口额的月度数据。以章商品出口额的月同比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

每一章是否属于出口退税率降低的章 （即犌犻＝１或犌犻＝０），则由该章是否包

含出口退税率降低商品决定。这一处理似乎会导致高估出口退税率影响，因

为该章中可能包含一些退税率未下调的商品，但我们认为可能性并不大。理

由是：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考虑，必定会避免企业出口从退税率下降的商品

转向同一章中其他相近的替代品，因此政策必定会对同一章中的相近替代品

均下调退税。同时，为避免引入更大的数据误差，退税率变量只是采用哑变

量而非退税率变动的实际值。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政策变动 （２００７年

７月）之前有１０个月的出口数据，之后有１２个月的数据。数据的统计特征见

表２。可以看出，本次退税率下调覆盖的章占到２／３左右，“高污染、高耗能、

资源型”商品、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章数基本相等。

表２　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观测数

出口增长率（％） ０．１８９ ０．３６０ ２．１８６ －１．９６９ ２１３４

退税率降低哑变量

第一种分类方式ａ ０．６９１ ０．４６２ １　　 ０　 ２１３４

第二种分类方式ｂ ０．４６４ ０．４９９ １　　 ０　 １２３２

第三种分类方式ｃ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８ １　　 ０　 １２１０

　　ａ．第一种分类方式指以所有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商品类别为实验组。

ｂ．第二种分类方式指以本次退税率调整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的商品类别为实验组。

ｃ．第三种分类方式指以本次退税率调整中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类别为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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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果

利用 （５）式所示计量方程，对数据进行 “倍差法”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３。首先来看退税率降低对该政策针对的所有商品的影响，在加入不同控制变

量的情况下分别进行回归 （表３第 （１）— （３）列）。时间哑变量系数显示，

受其他因素影响，政策变动之后，所有商品 （无论退税率降低与否）的 （月

同比）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了约６个百分点，这可能是源于加入 ＷＴＯ “井

喷”效应 （特别是２００５年１月 ＷＴＯ取消纺织品配额带来的纺织品出口急剧

增长）逐渐衰减，或者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采取了某些应对性的限制措施。

分类哑变量不显著，说明退税率降低商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同未降低的商品没

有显著的区别。时间哑变量与类别哑变量的交叉项虽为负值但不太显著，说

明出口退税率下调对所针对的所有商品整体上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３　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出口增长率

分类方式 所有商品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 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时间哑变量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７－０．０６７－０．０５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犜狋）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分类哑变量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１

（犌犻）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９）

交叉项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６７－０．１６７ －０．１６７

（犜狋×犌犻）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常数项 ０．２４１ ０．２９２ ０．２２７ ０．２４１ ０．２９４ ０．２０７ ０．２４１ ０．２８８ ０．４８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０）

月份哑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哑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类别哑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数 ２１３４ ２１３４ ２１３４ 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调整后犚

平方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１４６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７５４

Ｐｒｏｂ＞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再来看退税率降低对其中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这一类商品

的影响，见表３第 （４）— （６）列。时间哑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分类哑

变量为负且显著，说明退税率降低之前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出

口增长率比其他商品低５个百分点。交叉项仍不显著，说明出口退税的降低

没有给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额增长率带来显著的负面

影响。

最后来看退税率降低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影响，见表３第 （７）—

（９）列。时间哑变量系数几乎没有变化。分类哑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在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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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降低之前，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比其他商品高６个百分点。

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且非常显著，说明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

商品出口增长率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使其降低了约１７个百分点！由于出

口价格会因为退税率的下调而上升，因此出口量的下降还要大于１７个百

分点。

为什么退税政策对于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和易引起贸易摩

擦产品的影响有显著不同呢？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易引起贸易摩擦产品，按其定义应该是面临激烈国际市场竞争、市场

势力较弱的商品，相对于 “三高”产品而言，其需求价格弹性更大，中间产

品的供给弹性也大，根据理论分析，退税率降低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容易引

起其需求量下降。第二，易引起摩擦产品通常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比较低，

这反过来意味着其他中间投入的价值高，对其退税的减少导致企业成本负担

显著加重，起到了遏制出口作用，而 “三高”产品的中间投入价值可能并

不高。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出口退税率降低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

的影响，我们将表３第 （７）列的分析结果重新表述如表４。可以看到，在出

口退税率降低以前，未受退税政策影响 （控制组）各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约

为２４％，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 （实验组）各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约为

３０％，后者高出６个百分点。在出口退税率降低之后，控制组各类商品的出

口增长率降至１８％，降低５个百分点，而实验组各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显著

降低至８％，降低２２个百分点。最终，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

为２２－５＝１７个百分点。

表４　出口退税率降低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的影响：倍差法

分组
出口增长率

差值出口退税率降低之前 出口退税率降低之后
差值

实验组 ０．３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控制组 ０．２４１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差值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６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注：采用未加控制变量的“倍差法”模型进行回归。、、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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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一）改变窗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对 “高污染、高耗能、资

源型”产品的出口额增长率影响是不显著的，对于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

出口额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由于上文的实证检验我们采用的是２００６年９

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的出口数据，因此结果反映的是政策实施之后 （２００７年７月

至２００８年６月）相对于政策实施之前 （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平均来

看受到的影响。而上述结果并没有反映这一影响在政策实施过后多久才反映

出来，或许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非常大的差别，因此观察政策实

施之后不同时间段内的效果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采用改变政策发生时间点前后窗宽的方法来检验政策在不同时间段

内产生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以政策开始实施的实际时间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

日）为中间点，前后分别选取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９个月为窗宽进行上

文中所进行的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改变观测窗宽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增长率

窗宽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 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

交叉项系数 标准差 样本数 交叉项系数 标准差 样本数

１个月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６） １１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１） １１０

３个月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３） ３３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９） ３３０

６个月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６７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８） ６６０

９个月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１００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４９） ９９０

　　注：采用未加控制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对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而言，在上述四个窗宽的选取下，

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对出口额增长率的影响始终都是不显著的。以１个月为窗

宽时有一个较大的负影响，但由于方差较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同第四部分

的结果是一致的。对于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窗宽较小时交叉项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随着窗宽的增大，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额增长率的负影响越来

越大，且越来越显著。这说明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于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

口额增长率的影响时滞约为３—６个月，同时也说明出口退税率降低对易引起

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额增长率的负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二）反事实检验

采用倍差法来分析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额增长率的影响所基于的一个

假设是控制组的商品同实验组的商品具有可比性，即如果不存在出口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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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政策，实验组的商品和控制组的商品的出口额增长率的差异不随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图１中显示了三类商品 （出口额退税率未调整的商品、“高污

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以及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月同比出口额增长

率。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７年７月之前，三类商品的出口额余额同比增长率曲线

虽然都有所波动，但变化的趋势基本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不同类商品之

间的增长率差异几乎不随时间改变。特别的，易引起摩擦类商品增长率略高

于不退税商品。而在２００７年７月之后，易引起摩擦类商品增长率下降以至于

明显低于不退税商品。但随着政策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增长率的差别又变

得相对稳定。而 “三高”类商品在政策前后与不退税商品之间的增长率差距

几乎都没有变化。

图１　三类商品出口额月同比增长率

更严格的，我们可以采用反事实检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ｓｔ）的方法来对

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分别选取了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０７

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两个时间段，在这两个时间段中都不存在出口退税率的

调整。在这两个时间段中，我们对以任何一个月作为假想的政策发生时间进

行了同主回归一致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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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改变观测点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增长率

观测点

（假想政策实施点）

“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产品 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

交叉项系数 标准差 交叉项系数 标准差

观测区间：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０９）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１）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６）

２００７年２月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７年３月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６）

２００７年４月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１）

２００７年５月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１）

２００７年６月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８）

　　　观测区间：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０７年８月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０）

２００７年９月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４ （０．０８２）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４）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２）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８年２月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２）

２００８年３月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８年４月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０）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２）

２００８年６月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０）

　　注：采用未加控制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这一时间段中，无论选择哪个

月份作为假想的政策发生时间，实验组的商品和控制组的商品的出口额增

长率的差异随时间均没有显著的变化 （即回归方程中交叉项系数不显著）。

在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这一时间段中，少数月份 （主要是２００７年８

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作为假想的政策发生时间时，回归方程中交叉项系数

显著，对比表５的回归结果，这应该是因为２００７年７月开始实施的出口退

税调低政策逐步开始产生效果的缘故，并不能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异

质性。

（三）包含多次政策的扩展模型

除了本文关注的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始实施的出口退税的调整外，在之

前和之后分别还有两次大规模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一是２００６年９月降低了

３６个章商品的退税率，并提高了１０个章商品的退税率；二是受全球金融危

机影响，２００８年８月开始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先后７次调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

率。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分别对这三次出口退税率调整产生的影响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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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将三次政策变化放到一个模型中同时进行检验观察得到的结果。这

样做一方面可以对我们得出的结论进行重复实验，而一个包含三次退税率

调整的模型可以涵盖更长的时间段，因此样本容量也将更大。另一方面，

因为不同的政策调整所涵盖的退税商品不同，这一方法可以进一步检查倍

差法所基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可比的假设的合理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

于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连续７次退税率调整，为了避免加入过多的政策

实施变量，我们将其视为一次政策，将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的数据

删去。

构造的包含三次退税率调整的模型如下：

犢犻狋＝β０＋β１×犜
１

狋 ＋β２×犌
１ｕｐ
犻 ＋β３×（犜

１

狋 ×犌
１ｕｐ
犻
）＋β４×犌

１ｄｏｗｎ

犻

　＋β５×（犜
１

狋 ×犌
１ｄｏｗｎ

犻
）＋β６×犜

２

狋 ＋β７×犌
２

犻 ＋β８×（犜
２

狋 ×犌
２

犻
）

　＋β９×犜
３

狋 ＋β１０×犌
３

犻 ＋β１１×（犜
３

狋 ×犌
３

犻
）＋γ犡犻狋＋狌犻狋， （６）

其中，下标犻依然表示出口商品类别，狋依然表示时间。上标１、２、３分别代

表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７月以及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三次大规模出口

退税率调整政策。由于２００６年９月的调整即有退税率高的，也有退税率调低

的，为了考察影响的异质性，分别引入了两个类别哑变量，式中犌的上标ｕｐ

和ｄｏｗｎ指２００６年９月出口退税率调整中，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和调低出

口退税率的商品。犜 仍然表示政策时间哑变量，犌仍然是商品类别哑变量，

犜×犌 表示对应的政策调整政策时间哑变量同商品类别哑变量的交叉项。数据

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所有四个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见表７ （第 （２）列），这里还列入主回归中对

２００７年７月政策变动 （时间区间为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的估计结果

作对比 （表７第 （１）列）。第一次退税率调整的两个交叉项都显著，符号符

合我们的预期，即调高退税率能够促进出口增长，反之，调低出口退税率抑

制了出口增长。第二次政策调整的影响符号由主回归的符号变为正号，但仍

不显著。第三次政策调整 （退税率调高）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第三次政策调整具有特殊性。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

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做出的，退税率调整商品的选择同该商品出

口受危机影响的程度相关，影响程度越大越可能被调高出口退税率，也就是

说，政策时间点与一个非常大的需求冲击重合，很难单独识别出政策的影响。

为此，我们单独考察了第三次政策变动的影响，结果见表７第 （３）列，果然

发现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看起来的结果是退税率调高反而降低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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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有意思的是，这一结论与王孝松等（２０１０）的结论刚好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差异可能是由如下原因导

致的：首先，王文的比较主要是在纺织品内部，即考虑退税率上调和未上调的纺织品，因此，退税率上调的

纺织品出口相对于未上调的增加可能只是说明“替代”效应，而不是纺织品出口的总体上升。其次，王文

考虑时间区间较短，未加入年度、月度等进行趋势和季节性调整的控制变量，而王文引入控制变量———滞

后一期出口量———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解释变量出口增长率是平稳序列，可能引入序列相关问题。最

后，王文考虑的时间区间内一直有政策调整，很难单独识别究竟是哪次调整起作用。

表７　包括多次政策的模型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增长率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一次退税率调高的影响

（交叉项犜１狋×犌
１ｕｐ
犻 ）

—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５）

第一次退税率调低的影响

（交叉项犜１狋×犌
１ｄｏｗｎ
犻 ）

—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６）

—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８）

第二次退税率调低的影响

（交叉项犜２狋×犌
２
犻）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 —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７）

第三次退税率调高的影响

（交叉项犜３狋×犌
３
犻）

—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９）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７）

— —

样本数量 ２１３４ ３８８０ ２１３４ １７４６ ２９１０

　　注：加入月份、年份、类别控制变量。、、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应商品的出口增长率。我们认为这是需求冲击高于政策效应带来的后果。１９鉴

于第三次政策调整的特殊性，我们考虑排除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仅考虑

前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结果列入表７第 （４）、（５）列，其中第 （４）列仅考

虑第一次政策的单独影响，第 （５）列同时考虑前两次政策的影响。对第１次

政策变动单独回归的交叉项中降低退税的交叉项为负但不显著，而提高退税

的交叉项非常不显著。而当同时考虑前两次政策时，三个交叉项均变得显著，

特别是主回归中原本不显著的第二次政策调整的总体 （负）影响现在变得显

著了。这可能是因为样本容量增加带来的统计结果，也可能反映了这一事实：

即在单独考察第二次政策变动的影响时，可能第一次政策变动的影响在第二

次政策变动到来前尚未释放完毕，导致对第二次政策变动的影响低估，而把

两次变动同时加入消除了这一问题。

总之，对多次政策变动的影响分析，基本上验证甚至强化了我们已有的

结论，即出口退税率变动，至少对某些商品，有较为显著的政策影响。但也

提醒我们，政策出台的背景至关重要。在前两次政策出台的同时，并没有出

现较为重大的其他冲击；而在第三次政策出台时，明显与金融危机带来的需

求冲击相关联，使得单独识别政策的影响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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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本文针对２００７年７月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于出口额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

析。由于该次政策调整时外部条件相对稳定，本文使用的 “倍差法”可以构

造出一个相对理想的 “实验环境”。而这次政策调整的明确目的———控制出口

过快增长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又为我们有针对性地评价其政策效果提供了

“参照系”。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对出口增长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尤其是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有很大的负影响，但是出口退税

率下调并没有显著抑制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从政

策评价的角度看，该政策实现了政策制定者 “抑制出口较快增长”的预期目

的，但 “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目的看起来并未实现。“政府政策常常产生意

想不到的效果”，这是经济学家常常说的一句话，本文的结论部分支持 （也部

分否定了）这句话。此外，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是持

续的，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此外，我们的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已有文献关于出口退税对不同商品出口

量存在不同影响的结论 （谢建国和陈莉莉，２００８；Ｃｈ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６）。对照

理论分析，政府需要对各类出口商品所处市场环境 （产品市场需求弹性、投

入品市场供给弹性等）和对企业生产特点 （中间投入占产品价格份额等）等

基本因素做出更为准确的估计，合理选择出口退税商品的组合，才能达到该

政策的最大效力。

本文尚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改进之处。由于采用的是出口退税率上升或

下降的哑变量，而非退税率调整的具体值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得到

退税率变化一个百分点对出口额增长率产生的确切影响。这一问题的解决有

赖于更为细致的数据。例如运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因为一个企业涉及的商品

类别相对较窄，我们可以估算退税率调整政策对不同组企业的影响。又如，

运用分类更细 （ＨＳ６或者 ＨＳ８）的商品出口额数据，我们可以采用加权平

均的方法计算其上一级 （ＨＳ４）商品类别的退税率变动，进而计算退税率变

化对出口额增长率的弹性。此外，本次研究针对的是２００７年７月那一次的退

税率调整，但正如本文最后对于相邻若干次政策的分析表明，不同背景下的

政策效果也许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金融危机中的政策调整的影响，由于与

需求冲击重叠，其效果的识别仅用倍差法显然不够，这都有赖于进一步的研

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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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命题证明

将企业的优化问题重述于下：

Ｍａｘ
｛狔，狓１

，狓
２
｝
：狆狔－（１＋狋－狊）狆１狓１－狆２狓２，

ｓ．ｔ．　狔≤犳（狓１，狓２）， （１）

约束条件必然以等式成立。将该等式代入目标函数，然后将目标函数对狓１ 和狓２ 求偏导

数，得到下列两个隐含了最优投入（狓１ ，狓

２
）的等式：

狆２ ＝狆犳２（狓

１
，狓２ ），

（１＋狋－狊）狆１ ＝狆犳１（狓

１
，狓２ ）． （Ａ．１）

最优的产出为

狔
 ＝犳（狓


１
，狓２ ）． （Ａ．２）

出口退税率对产出的影响为

ｄ狔


ｄ狊
＝犳１

ｄ狓

１

ｄ狊
＋犳２

ｄ狓

２

ｄ狊
， （Ａ．３）

可见其符号取决于 （ｄ狓１／ｄ狊）和 （ｄ狓２／ｄ狊）。为此，对（Ａ．１）式求退税率狊导数，得到

ｄ狓

２
／ｄ狊

ｄ狓

１
／ｄ狊

＝－
犳１２

犳２２
， （Ａ．４）

ｄ狓

１

ｄ狊
＝－

狆１（ ）狆
犳１１犳２２－犳

２
１２

犳（ ）
２２

． （Ａ．５）

利用条件犳１１＜０，犳１１犳２２－ 犳（ ）１２
２
＞０。以及由此推出的另一条件：犳２２＜０。立即得到

ｄ狓

１

ｄ狊

＞０。再考虑（Ａ．４）式，则有当犳１２＞０时，
ｄ狓


２

ｄ狊
＞０。

将（Ａ．４）和（Ａ．５）代回（Ａ．３）式，有

ｄ狔


ｄ狊
＝ 犳１－犳２

犳１２

犳（ ）
２２

ｄ狓

１

ｄ（ ）狊 ． （Ａ．６）

当犳１（－犳２２）＋犳２犳１２＞０时，则有：
ｄ狔



ｄ狊
＞０。注意到犳１２＞０必然意味着犳１（－犳２２）＋犳２犳１２

＞０。

命题得证。

附录２　 “先征后退”计税方式下的模型分析

重写企业的优化问题如下：

Ｍａｘ
｛狔，狓１

，狓
２
｝
：（１－狋＋狊）狆狔－狆１狓１－狆２狓２，

ｓ．ｔ．　狔≤犳（狓１，狓２）． （Ａ．７）

命题　如果最优点满足犳１（－犳２２）＋犳２犳１２＞０，犳２（－犳１１）＋犳１犳１２＞０，则退税率狊上升

导致产出和所有投入的使用量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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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约束条件必然以等式成立。将该等式代入目标函数，然后将目标函数对狓１ 和

狓２ 求偏导数，得到下列两个隐含了最优投入（狓

１
，狓２ ）的等式：

狆２ ＝ （１－狋＋狊）狆犳２（狓

１
，狓２ ），

狆１ ＝ （１－狋＋狊）狆犳１（狓

１
，狓２ ）．

（Ａ．８）

最优的产出为

狔
 ＝犳（狓


１
，狓２ ）． （Ａ．９）

出口退税率对产出的影响为

ｄ狔


ｄ狊
＝犳１

ｄ狓

１

ｄ狊
＋犳２

ｄ狓

２

ｄ狊
， （Ａ．１０）

可见其符号取决于 （ｄ狓１／ｄ狊）和 （ｄ狓２／ｄ狊）。为此，对（Ａ．１）式求退税率狊导数，得到

犳１２
ｄ狓


１

ｄ狊
＋犳２２

ｄ狓

２

ｄ狊
＝－

犳２
１－狋＋狊

，

犳１１
ｄ狓


１

ｄ狊
＋犳１２

ｄ狓

２

ｄ狊
＝－

犳１
１－狋＋狊

．

（Ａ．１１）

根据（Ａ．１１）中两个式子，容易求得

（犳１１犳２２－犳
２
１２
）
ｄ狓


１

ｄ狊
＝
犳２犳１２＋犳１（－犳２２）

１－狋＋狊
，

（犳１１犳２２－犳
２
１２
）
ｄ狓


１

ｄ狊
＝
犳１犳１２＋犳２（－犳１１）

１－狋＋狊
．

（Ａ．１２）

根据给出的条件，容易得到：
ｄ狓


１

ｄ狊
＞０，以及

ｄ狓

２

ｄ狊
＞０。则也有：

ｄ狔


ｄ狊
＞０。注意命题给出

的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特别的，如果犳１２＞０，则命题中要求的两个不等式必然都

成立。

命题得证。

假定犳１２＞０成立。与中间投入退税的模型比较，同样有，投入的边际产量 （犳１，犳２）

越大，产出上升越大。但由于此时出口退税对于所有投入的影响是 “对称”的，中间投入

与产出的相对价格 狆１（ ）狆 的影响不再成立。

另外，不难分析发现，中间投入退税模型的其他扩展分析结论也是成立的，包括：当

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具有价格影响力时，出口退税率下降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下

降；考虑行业的自由进入导致出口退税影响增大。因此总体来看，两种分析的结论基本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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